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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知识基础观和吸收能力理论，探讨了关系学习如何通过知识探索影响企业的产品创新性，以及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312家企业的调研数据，综合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ping等综合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关系学习通过知识探索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性。此外，潜在吸收能力能强化关系学习与知识探索间的正向关系，而实际吸收能力能增强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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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based view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 discussed how relationship learning influences product innovativeness through knowledge explor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An empirical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312 firms’ in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stepwis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ping method to test th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lationship learning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duct innovativeness. Knowledge explor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product innovativeness.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knowledge exploration, while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explor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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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品创新性是使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区别于市场中的同类产品，并创造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1]。因此，如何提升产品创新性已成为当今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作为提升产品创新性的关键要素，知识的重要性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2]。然而，受自身资源的限制，单个企业往往很难拥有满足产品创新性提升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因此，利用与资源互补性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进行相互学习，即关系学习被视为提升新产品创新性的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企业与一个或多个伙伴（供应商、客户等）间关系学习有助于外部知识和资源的积累，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3-4]。尽管通过企业间的关系属性能提升企业创新成功的可能，但对于关系学习影响新产品创新性作用机理认识的局限也将制约关系学习作用效果的发挥。因此，深入探究关系学习对企业产品创新性的内在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与关系学习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更多的只是探讨关系学习是否会对企业的创新结果产生影响[4-5]，而对于关系学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结果的研究则相对较少[6-7]。事实上，关系学习主要强调的是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如何将这种学习行为转化为创新性的产品则需要借助于其他要素。创新程度高的产品通常脱离于企业现有的知识资源，要求企业对新的信息、知识等进行探索和挖掘[8]。知识探索作为开发新奇知识的有效手段，在已有研究中已被证实[9-10]。此外，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探索也能起到信息挖掘的作用，而用于保存关系学习中产生的经验和知识只能作为信息的存储库[3]，其潜在价值的发挥需要借助于相应的信息挖掘机制。由此可见，知识探索能作为“桥梁”，从而连接关系学习与新产品创新性。另一方面，现有关于关系学习作用边界的分析更多的只是聚焦于外部因素。如学者们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分析了文化距离[11]、学习意向[8]等在关系学习作用过程中所发挥的权变效应，而对于企业的内部要素，如吸收能力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Zahra 和 George [12](2002)及Jansen等[13] (2005)的研究，可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种类型，前者是企业识别和接受外部知识的能力，后者是企业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关系学习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有效匹配，能够促进知识探索行为。而当潜在吸收能力较低时，企业将很难从关系学习中识别有价值的知识，知识探索行为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知识探索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匹配，也能促进产品创新性的提升。而当实际吸收能力较低时，企业对所探索的知识进行内化和应用的难度将上升，将其用于推动产品创新性提升的成本也将会增加。由此可见，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高低有可能是导致关系学习参与者企业间创新产出差异产生的根源。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对企业的吸收能力分别如何影响关系学习和知识探索以及知识探索和新产品创新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关系学习影响新产品创新性的作用机理以及作用边界，本研究将结合知识基础观和吸收能力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见图1）。


图1  关系学习、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模型
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界定

2.1.1产品创新性

作为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重要维度之一，产品创新性主要用于描述所开发出的新颖性和独特性[1]。产品创新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能很好的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从而有助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提升，进而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绩效[1]。Calantone等[2]也证实了，产品创新性与企业新产品开发成败有直接的联系。武梦超等强调了知识积累对提升产品创新性具有差异化影响[14]。尽管产品创新性在组织创新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5，16]，但现有研究对于产品创新性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为了加深对产品创新的理解，本研究参考已有相关文献将产品创新性定义为产品的新颖性特征。因此，产品创新性越高，其与竞争对手以及行业内现有的产品差异越大，企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15]。

2.1.2关系学习

作为企业建立稳定关系，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关系学习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7]。相关研究将关系学习视为合作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强调了企业间的这种学习对创新产出如合作开发[18]、绿色创新绩效[19]等的积极作用。关系学习这个概念由Selnes 和Sallis[3]于2003年首次提出，他从渠道的视角将关系定义为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共同学习过程，包括共享知识，共同理解，并集成到特定关系记忆的过程。在后续的研究中，Albort-Morant[19]将关系学习视为企业必备的能力之一，并将其具体划分为知识共享能力、共同理解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还有些学者认为，关系学习是企业间的联合学习，关注合作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的知识积累[20]。基于现有相关文献，本文将关系学习定义为合作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达成共识，集成为特定关系记忆的共同学习活动。关系学习使企业嵌入到价值观、信念、参考框架的共享和集体学习活动之中，并积累相应的关系资源，影响合作者的潜在关系行为和创新效果，因此关系学习的受益者应该是合作双方。

2.2 研究假设

2.2.1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

通过合作关系的建立，探索跨组织边界的战略性新知识，来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企业间关系形成的首要动机[11-18]。作为企业间有效互动的策略之一，关系学习将信息共享视为其起点，能有效地促进合作企业间专有知识的流动[3]。技术、市场、客户、行业等方面信息的共享，有助于增强企业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组织跨边界专用知识的积累[17]。为了缩短认知距离，合作企业通过创新战略分析、产品成败经验分享、跨职能部门交流会、任务推动会等形式，帮助企业减少理解差异，尽可能避免混乱和冲突，促使知识共享惯例的形成，进而提升关系价值[11]。为了提升交流效率，企业间共享和理解的知识被集成到关系特定记忆中。而关系特定记忆可以作为知识的存储库，为伙伴未来创新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资源保障[3]。如，当员工遇到创新难题时，基于关系特定记忆使他们立刻回想起他们认为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专家[6-8]。简而言之，关系学习使企业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各自的优弱点，促进快捷、有效和更高质量的协作，进而促进产品创新性。

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关系学习对产品创新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2知识探索的中介作用

根据关系学习相关的研究，特定关系记忆是关系学习的产出，它包含关系互动中所积累的新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环境知识）[20]，基于知识基础观，特定关系记忆通过相应的知识寻求机制，才能服务于产品创新，而知识探索作为开发新奇知识的中介机制[9,10]，能够连接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知识探索的中介作用体现在依靠关系特定记忆通过聘请或咨询合作方专家等方式寻找、开发新奇的知识来满足新颖性产品需求。且Fang等[8](2011)学者也认为，在关系学习的研究中，知识存储库与知识流动之间的链接有必要割裂开来。可见，关系学习是探索外部知识的源泉。此外，从创新所需的知识特征来看，开发创新性产品的核心在于新颖性知识的探索[1]。新知识使企业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现有和潜在市场，发现产品元素之间的联系，构思从未有过的想法，进而促进新奇知识的创造[2]。近期的研究也表明知识探索对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9]。企业通过不断探索新的知识，可以驱逐老旧思维模式，制定解决新问题的备用方案，挑选满足特定任务的最佳选项，进而提高自身创造力[21]。如果企业在关系学习中，不重视新知识的探索，那么企业间的互动有可能只停留在关系特定记忆层面上。总而言之，关系特定记忆这一资源通过知识探索行为才能转变为支撑产品创新的可利用知识。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2.3潜在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合作企业可以通过关系学习进行知识探索，但它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容易受干扰因素的影响。根据Zahra和 George[12]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企业试图探索的知识，往往是复杂、非结构化的隐形知识，这需要经过深入沟通、反复互动才能被理解和消化。在企业间的合作中，当特定关系记忆包含的信息不直接涉及到企业核心领域，通过甄别才能发掘其具有情景依赖性、创新必要性特质时，潜在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会辨别更多有价值的新知识[22]，通过快速清除理解障碍，促进知识元素间的联结、发现和积累，为后期的组织内外知识整合和应用做铺垫，进而推动知识探索进展。相反，当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处在较低水平时，即使合作企业开启了知识探索之路，但无法判断这些知识将会产生的价值，进而不愿意持续花费时间和精力，这反而会加剧互动过程中的冲突[23]，阻碍知识探索预期目标的实现。综上所述，潜在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为了识别和吸收外部知识能够付出更多的努力，能够更加全面地分析外部知识将会带来的贡献及其局限性，进而促进新奇知识的顺利获取。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与知识探索的关系。

2.2.4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知识探索会影响产品创新，但是此过程充满挑战和风险，未具备较高实际吸收能力的企业，很难将探索出的新知识转变为创新性新产品。实际吸收能力对知识探索和产品创新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知识探索有助于增强企业对新技术和市场信息的敏感度，扩大视野，促进新旧知识的碰撞，为产品创新提供有利的条件[21]。此时，实际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知识整合，实现外部知识的转化来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产出[11]。其次，实际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快速筛选市场机会，通过及时反馈客户需求，呈现新产品承载的创意理念，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的竞争地位[24]。Khan等[25]发现，实际吸收能力较高的企业往往拥有较强的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这有利于及时推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相反，当企业实际吸收能力较低时，由于缺乏转化和应用能力，难以从知识探索中受益，无法促进创新性新产品的产生。综上所述，实际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有机会开发创新性新产品。 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
3研究设计

3.1样本来源

被调研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有78％为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前，根据本研究的特点和中国企业所处情境对变量相关题项进行了合理调整，确保概念测量与问卷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提高精确性。为了保障问卷的回收质量, 在正式调研之前进行预调查处理，以西安地区30家企业为样本进行预备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调研地域主要分布在陕西、江苏、河南、河北、福建，以及北上广等地方。选定的调研对象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层管理人员和各部门经理及熟悉业务的企业员工等。此次调研总共发放638份问卷，收回的完整可用问卷有312份，有效率为48.90%。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者中，董事长占8.244%，总经理占11.076%，高层管理人员占25.316%，部门经理占23.528%，技术人员占17.836%，其他职能部门人员（市场部，销售部，发展计划部等）占14%；95%的管理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平均工作年限为10.1年，能够保证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学习及其影响过程有足够的理解。

3.2变量测量

本研究变量采用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7 点计分法，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

（1）关系学习  采用Liu和Chen (2018)[17]的量表[3]，共9个题项，Cronbach's α值为0.926。

（2）知识探索  采用伍勇和魏泽龙等 (2017)的量表[10]，共5个题项，Cronbach's α值为0.845。

（3）吸收能力  采用Jenson等(2005)的量表[13]，分别确定了潜在吸收能力（8个题项）和实际吸收能力（6个题项）的度量题项，其中，潜在吸收能力的Cronbach's α值为0.851、实际吸收能力的Cronbach's α值为0.821。

（4）产品创新性  采用Lee和O’Connor (2003)的量表[15]，共3个题项，Cronbach's α值为0.876。

（5）控制变量   考虑到企业年龄、规模、依赖性和环境竞争性等与产品创新性有关联，本研究将其设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由回收调查问卷的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并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由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依赖性参照Ryu和Eyuboglu(2007) 的量表[26]，共4个题项进行测量；环境竞争性参照Jenson等(2005)的量表[13]，共4 个题项进行测量。

4  研究检验

4.1未回答偏差和共同方法偏差估计

为了检查未回答偏差，本研究将全部问卷按照问卷回收的前后顺序分成两组，分别从企业的年龄、规模等方面对两组样本进行独立T 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样本在0.05水平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表明本研究非回应偏差问题并不严重。为了避免同源误差，本研究确保每一家企业由两位研究对象分开独立填写问卷:一位管理者回答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学习相关的问题，而另一位回答与产品创新性相关的问题。为了最大程度减少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来自一个问卷，我们将它们放入问卷的不同部分。虽然匿名和多来源测量能降低同源误差，但认为仍有需要用数据检验它的影响。由此，本研究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检验同源误差。具体将同源误差作为一个潜在变量进入五因子模型，从而构建6因子的新模型，然后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N=312）

	
	χ2/df
	CFI
	GFI
	IFI
	RMSEA

	六因子模型
	1.173
	0.957
	0.931
	0.955
	0.049

	五因子模型
	2.497
	0.912
	0.926
	0.819
	0.053

	四因子模型
	3.632
	0.857
	0.869
	0.765
	0.083

	三因子模型
	5.688
	0.805
	0.798
	0.669
	0.098

	二因子模型
	6.964
	0.756
	0.652
	0.513
	0.154

	单因子模型                                   
	6.988
	0.695
	0.616
	0.487
	0.103


注：六因子：潜在变量、关系学习、知识探索、潜在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产品创新性；五因子：关系学习、

知识探索、潜在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产品创新性；四因子：关系学习、知识探索、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产

品创新性；三因子：关系学习、知识探索+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产品创新性；二因子：关系学习+知识探索+潜在

和实际吸收能力、产品创新性；单因子：关系学习+知识探索+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产品创新性

由表1可知，六因子模型的拟合度为，χ2/df =1.173，CFI=0.957，IFI=0.931，GFI=0.955，RMSEA=0.049显著优于不包含同源误差的因子模型，表明本研究中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不存在。此外，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本研究所涉及的5个潜变量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通过未旋转因子分析获得的特征值大于1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5．480％。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4.446％的变异，说明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以不考虑。

4.2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基于Cronbach's α 值对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变量超过了最小临界值0.7，表明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见表2。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值都在0.500以上，此外，关系学习、吸收能力、知识探索、产品创新性的解释方差占比均大于50%，说明聚合效度满足研究要求。本研究中各变量的CR均大于0.7，AVE 值大于0.5，同时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其对应的纵横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指标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2 潜变量的度量及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N=312)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

载荷
	CR
	AVE
	Cronbach’s α

	关系

学习 


	(1)在关系中，合作伙伴间分享一些互相帮助的信息
	0.724
	0.938
	0.628
	0.926

	
	(2)在关系中，合作伙伴间交换与契约无关的、意料之外的信息
	0.779
	
	
	

	
	(3)在关系中，合作伙伴间互相告知将可能影响对方的事件
	0.812
	
	
	

	
	(4)在关系中，创建联合团队来解决运营问题是常见的
	0.846
	
	
	

	
	(5)关系气氛会激发富有成效的各种讨论
	0.778
	
	
	

	
	(6)合作双方具有很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0.827
	
	
	

	
	(7)我们经常调整与业务相关的技术发展趋势的共同理解
	0.832
	
	
	

	
	(8)在关系中，我们经常更新个人联络信息
	0.75
	
	
	

	
	(9)在关系中，我们经常评估、更新企业电子数据库中的关系网络
	0.78
	
	
	

	知识

探索
	(1)通过外部合作获取了新的市场知识
	0.791
	0.891
	0.621
	0.845

	
	(2)通过外部合作挖掘了新产品开发技术
	0.817
	
	
	

	
	(3)通过外部合作获取了运作经验和管理技能
	0.828
	
	
	

	
	(4)通过外部合作挖掘了新的生产运作技能
	0.741
	
	
	

	
	(5)通过雇佣有外部经验的员工以获取知识
	0.759
	
	
	

	潜在吸收能力


	(1)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频繁的沟通，从中掌握信息
	0.682
	0.889
	0.504
	0.851

	
	(2)我们的员工经常访问合作伙伴
	0.645
	
	
	

	
	(3)我们通过非正式渠道（如与同行在餐桌上交流）进行交互
	0.617
	
	
	

	
	(4)我们定期邀请顾客和第三方参加专门会议

(5)我们的员工定期咨询专家，如会计、管理和税务顾问

(6)我们能够较快地认识市场上（如竞争、法规、政策）的变化

(7)我们能够较快地了解服务客户的机会

(8)我们能够较快地分析和理解变化的市场需求
	0.611

0.73

0.803

0.797

0.764
	
	
	

	实际吸收能力
	(1)我们能够较快地实现外部技术知识的合并

(2)我们能够较容易地从外部新知识中抓住机会
	0.668

0.768
	0.876
	0.542
	0.821

	
	
	
	
	
	

	
	(3)我们能够定期开会商讨客户的新需求和相应的新产品开发
	0.789
	
	
	

	
	(4)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如何开展
	0.736
	
	
	

	
	(5)我们经常讨论如何更好地应用外部获取的知识
	0.741
	
	
	

	
	(6)关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员工有共同的语言
	0.712
	
	
	

	产品

创新性


	(1)与竞争者相比，我们的产品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0.873
	0.923
	0.801
	0.876

	
	(2)与竞争者相比，我们的产品更具有创新性
	0.913
	
	
	

	
	(3)我们的产品采用了全新的技术
	0.900
	
	
	


4.3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研究使用SPSS19.0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变量之间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3。由表3可知，变量之间都存在相关性，且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低于0.7，说明多重共线性的威胁较小。另外，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远小于警戒值10，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存在的可能性。

	表3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N=312)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关系学习
	0.792
	
	
	
	
	
	
	
	

	2知识探索
	0.505***
	0.788
	
	
	
	
	
	
	

	3潜在吸收能力
	0.4***
	0.326***
	0.709
	
	
	
	
	
	

	4实际吸收能力
	0.407***
	0.434***
	0.346***
	0.736
	
	
	
	
	

	5产品创新性
	0.45***
	0.374***
	0.349***
	0.405***
	0.894
	
	
	
	

	6年龄
	0.083
	0.092
	0.078
	0.104
	0.069
	1
	
	
	

	7规模
	0.029
	0.003
	0.067
	0.087
	0.111
	0.065
	1
	
	

	8依赖性
	0.129*
	0.012
	0.131*
	0.099
	0.076
	0.05
	0.057
	1
	

	9环境竞争性
	0.064
	0.171**
	0.064
	0.228**
	0.063
	0.097
	-0.009
	0.180**
	1

	均值
	4.899
	4.678
	4.973
	4.911
	5.271
	2.114
	5.909
	5.144
	5.01

	标准差
	0.856
	0.958
	0.771
	0.786
	0.899
	0.388
	1.922
	1.152
	1.038

	注: 对角线为AVE的平方根； *表示 P<0.05、**表示 P<0.01（双侧检测）


4.4  回归分析

考虑到需要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除了控制变量以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主效应检验。模型4为控制变量对产品创新性的回归。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关系学习，检验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存在正向显著关系（β= 0.473，p＜0.001），假设1通过验证。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知识探索后，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的系数由β=0.473（p＜0.001）变为β=0.371（p＜0.001）,而且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显著正相关(β=0.151，p＜0.01)。表明，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通过验证。

（3）调节效应检验。模型3以知识探索为因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关系学习、潜在吸收能力以及关系学习和潜在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关系学习和潜在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β=0.227，p＜0.001)。表明，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和知识探索之间的关系。假设3通过验证。

模型7以产品创新性为因变量，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知识探索、实际吸收能力以及知识探索和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知识探索和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β=0.16，p＜0.001)。表明，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和产品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假设4通过验证。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N=312)

	解释

变量
	因变量：知识探索
	因变量：产品创新性

	
	M1
	M2
	M3
	M4
	M5
	M6
	M7

	企业年龄
	0.077
	0.033
	0.016
	0.055
	0.022
	0.017
	0.034

	企业规模
	0.001*
	-0.005***
	-0.002
	0.049*
	0.045*
	0.046*
	-0.007

	依赖性
	0.146**
	0.127**
	0.122**
	0.039**
	0.026**
	0.007*
	-0.063*

	环境竞争性
	-0.018
	-0.077*
	-0.105**
	0.046
	-0.004
	-0.016
	0.025

	关系学习
	
	0.673***
	0.605***
	
	0.473***
	0.371***
	

	知识探索
	
	
	
	
	
	0.151**
	0.189***

	潜在吸收能力
	
	
	0.098
	
	
	
	

	实际吸收能力
	
	
	
	
	
	
	0.351***

	关系学习×

潜在吸收能力
	
	
	0.227***
	
	
	
	

	知识探索×

实际吸收能力
	
	
	
	
	
	
	0.16***

	R2
	0.073
	0.388
	0.425
	0.111
	0.221
	0.237
	0.256

	ΔR2
	0.061
	0.378
	0.412
	0.099
	0.208
	0.221
	0.239

	F
	6.024***
	38.745***
	31.984***
	9.532***
	17.272***
	15.698***
	14.931***


注:  ***表示 P<0.001 ,**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为了进一步检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基于Aiken等[27] (1994)的检验步骤，不考虑控制变量，对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准值（4.973，4.911）加减一个标准差（0.771，0.786）进行绘制图形（见图2和图3）。由图2可知，当潜在吸收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关系学习对知识探索的正向影响会提升，而当潜在吸收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关系学习对知识探索的正向影响会下降。由图3可知，当实际吸收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作用会增强，当实际吸收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作用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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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对知识探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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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影响

4.5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检验的统计效力，用Bootstrapping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和表6。由表3可知，关系学习对产品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0.100 9，95%置信区间为[0.001 4，0.203 3], 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说明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显著，假设2中介效应得到支持。由表4可知，当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均较低时（取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的效应为-0.021 9，95%的置信区间为[-0.103 3，0.051 3]，置信区间包含零，调节效应不显著。当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均较高时（取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效应系数为0.154 9，95%的置信区间为[0.031 3，0.295 9]，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调节效应显著，表明高水平的吸收能力在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间起到重要作用，假设3和4均得到支持。

表5 知识探索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稳健性检验结果（N=312）

	效应
	效应系数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0.100 9
	0.050 1
	0.001 4
	0.203 3


注：Bootstrap 样本量为5000。

表6 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Bootstrap 稳健性检验结果（N=312）

	效应
	潜在吸收能力数值
	实际吸收能力数值
	效应

系数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调节效应
	4.201 8（-1标准差）
	4.125 2（-1标准差）
	-0.021 9
	0.039 6
	-0.103 3
	0.051 3

	
	4.201 8（-1标准差）
	5.698 6（+1标准差）
	0.088 1
	0.041 9
	-0.022 9
	0.192 1

	
	5.745 2（+1标准差）
	4.125 2（-1标准差）
	-0.038 4
	0.069 6
	-0.175 7
	0.094 8

	
	5.745 2（+1标准差）
	5.698 6（+1标准差）
	0.154 9
	0.068 5
	0.031 3
	0.295 9


注：Bootstrap 样本量为5000。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知识基础观和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关系学习、知识探索、吸收能力和产品创新性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了以下结论。

⑴关系学习对产品创新性具有积极的影响。此研究结果证实了已有研究关于关系学习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论断。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关系学习有助于降低关系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依赖风险[6,7,19]，能促进合作企业进行安全、高效的信息交换，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通过更好的匹配彼此的需求，促进长期合作及产品创新性的提升。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宋春华等[6]提出的“企业聚焦于创新时，应该致力于开展与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学习”的观点。

⑵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的作用中扮演者中介效应的角色。该研究发现进一步表明，企业在合作中不仅应当关注拥有属于双方的参考框架和可利用的资源，同时也不能忽视特定关系记忆的开发利用所发挥的作用。知识探索作为挖掘信息的中介机制，有助于从关系学习中探索出创新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帮助企业创新性产品的开发。这一结论与Fang等[8]的“关系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中，有必要挖掘关系特定记忆”的观点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⑶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学习与知识探索的关系。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投入关系学习并从中探索有潜在价值的知识，需要能够识别和接受这种知识的能力—潜在吸收能力。如果说通过关系学习形成的特定关系记忆能为企业提供知识存储库，那么能否辨别和理解创新所需要的新知识就会成为企业知识探索中的关键问题。潜在吸收能力越强，企业越能快速地识别有价值的知识，就越能促进新旧知识的融合，提升知识探索效率。这一结论证实了潜在吸收能力在知识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回应了Kafouros等[22]的 “为什么投入合作关系的有些企业能够很好的识别和获取知识，而另一些企业不能？”的观点。
⑷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从调节效应检验可以发现，通过知识探索仅仅获取新知识不足以实现创新目标，关键是企业需要具备将获取的新知识转化为自身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新产品开发中的能力—实际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成功地完成新知识的转化和商业应用，能够更好地创造符合客户需求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新颖性产品，即知识探索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中实际吸收能力更为重要。这一结论支持和解释了Flor等[28]提出的 “不同企业运用从外部获取的相同的知识而产生差异化的创新绩效是由于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存在的不同而导致的”的观点。

5.2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⑴本文立足于企业间关系层面，构建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的理论框架，从关系学习的视角研究并证实产品创新性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关系学习相关研究，扩展了产品创新性前因变量的探究。这有助于加深对关系学习的认识，为企业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增强互动学习效果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指导意见。⑵基于知识基础观，揭示了知识探索在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性间所扮演的中介效应。已有研究虽然强调了关系学习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但对于关系学习如何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创新结果等问题[6-7]。对于该类问题的忽视，不仅制约了对于关系学习与创新绩效间复杂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关系学习等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知识基础观，从知识探索的视角揭示了关系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机制之一，研究结论有效地补充了关系学习影响产品创新性的中间要素支撑，丰富了关系学习间接影响创新结果的相关研究成果。⑶结合吸收能力理论，挖掘了关系学习—知识探索—产品创新性的边界条件。虽然有些学者研究关系学习作用的外部边界因素[8-11]，但对其内部边界条件的探究相对有限。为了深化关于关系学习作用边界的认识，本文从过程视角剖析关系学习的作用机制，深入探讨了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在关系学习与创新产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吸收能力理论的边界应用性，为企业更好的投入关系学习和提高产品创新性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文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⑴研究结果强调了关系学习对提高产品创新性的重要性。由于企业间资源和知识的异质性，合作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能够为企业提供互补性知识，增强产品创新优势。因此，当管理者参与跨组织合作时，除了追求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彼此间所建立的关系通过关系学习的方式来扩展自身的知识基础。⑵管理者应当注重从关系学习中探索新知识来提高产品创新性。例如，在与合作伙伴进行的战略分析、产品研讨、新产品经验分享等活动中，加强各自企业职能部门参与度，加强合作伙伴之间的亲密关系，激发员工创新意愿和提高投入度，充分发挥关系特定记忆的作用，主动邀请合作单位专家来解决创新难题。⑶管理者可以通过企业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提升强化关系学习、知识探索对产品创新性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可通过招聘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水平较强的员工来确保对市场，客户及竞争对手相关信息的识别、获取；通过建立内部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的机制，促进新获取知识的转化和应用以提高产品新颖性程度。管理者应当深刻认识吸收能力的各个环节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环环相扣、互相依赖性作用，并特别重视潜在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同时培养。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对企业如何提高产品创新性有着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⑴本研究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长期调研和纵向跟踪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变量间关系的精准性和可靠性。⑵本研究的调研范围局限在中国地区，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方面会受到限制，未来的研究将会在世界多个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调研和跟踪调查，提高研究结果的适用性。⑶在关系学习和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中，本研究只纳入了吸收能力和知识探索。其实，在企业实践中，联结强度、权利地位差距、外部环境动态性等内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关系学习与产品创新的关系。未来研究会考虑多种内外部因素并存的现象，争取更加完整地揭示其作用机制并结合中国实情，开展本土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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